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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論出土易學文獻研究的重要意義
劉大鈞(
（山東大學 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

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柢在儒家，儒家思想文化的命脈是經學，而在儒家五經四書的經典系統中，《周易》雄居諸經之首，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其影響深入到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偉大品格。馮友蘭先生曾說，一部《周易》就是中華文明的精神現象學。
三千多年的易學文化發展史，也就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最具代表性的縮影。20世紀的易學身處中西古今之爭的巨大漩渦中，在中華文化發生整體性變革的時代，它自身也迎來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如果對20世紀的易學研究作一番回顧與總結，其中有兩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學者們打破兩千多年的傳統易學研究模式，用新的研究視野和歷史觀念對易學展開了全新的研究；二是一些極具研究價值的易學考古文獻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文獻資料，展現了早期易學的豐富面貌，也解決了易學史上許多長期懸疑的問題。
就第一點來說，西方學術思想的衝擊，帶來了歷史觀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轉換，人們打破了古代易學“象數”“義理”、“漢學”“宋學”以及《易》的“經”與“緯”的研究範式，開闢出“《周易》經傳研究”、“《周易》哲學研究”、“《周易》與自然科學研究”、“易學史研究”等新的研究領域。尤以在“《周易》經傳研究”方面，以活躍於上個世紀30年代的古史辨派，最具代表性。他們除去蒙在《周易》上的神聖光環，將其視之為古籍文獻之一，從性質、年代、作者、起源等問題上進行客觀的研究。新的歷史觀念下的《周易》經傳研究，成了20世紀前半葉易學研究的核心。顧頡剛、余永梁、郭沫若、錢穆、屈萬里、李鏡池等對《周易》經傳作者及成書年代、性質進行了全新的研究與討論。其中傑出者如顧頡剛，利用殷墟甲骨卜辭等出土資料，證明了卦爻辭的著作年代基本上是在西周初葉，其後的諸多研究也多是為這一觀點作補充或發展，終不能超過或推翻它。“五四”運動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批學者開始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研究《周易》，其中如郭沫若，雖然和古史辨派一樣都將《周易》古經視作歷史史料（就時間來說，郭氏關於《周易》中殷周史的研究成果的發表要早于顧氏），但卻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揭示了殷周社會的政治社會結構和精神生產狀況。這些關於《周易》古史的研究，雖然有些論述不夠嚴謹，推斷過當，但是卻為易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論域，既大大推進了早期易學的研究，也拓展了中國上古史的研究。而與《周易》古史研究同時，以于省吾、江紹原、聞一多、高亨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展開了對《周易》經文本身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再如古人那樣把《周易》古經當作聖經寶典，而是認為其中既沒有精微淵深的玄理，也沒有進德修業的道德說教，卦爻辭都是卜筮的記錄，因此重點就在於揭示卦爻辭作為卜辭的真實含義，古代易學的象數派和義理派的研究路數都被否定掉了。這些個研究雖然在今天看來從基本觀念到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商榷甚至錯誤的地方，但在當時都是頗具革命性的，衝破了傳統易學經文研究的藩籬，創立了新的《周易》古經研究的範式。以上所述既是20世紀前半葉易學研究的最為突出之處，也是整個20世紀《周易》古經研究的最大亮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探索中，由於當時所見資料的限制，對《易傳》十篇的成書年代多數學者基本界定在戰國時期。正如吳懷祺先生在《周易研究八十年》中總結近八十年來學者們在此問題上的研究說：“《易傳》寫成時間，各家說法更多，《十翼》中各部分寫作先後的順序及寫作年代，同樣眾說紛紜，一般說，《易傳》的基本部分是戰國時期的作品。”
這是現代多數學者的見解，我原先也認為《易傳》主要篇章成書于戰國中期，但是隨著近年來馬王堆帛書《易傳》研究的深入，這一說法恐怕將成為問題，對此下文將有探討，茲不贅述。
《周易》一書最不同於其他經典之處在於它的象數系統。“象數”一詞，最早恐見之于《左傳》僖公十五年：“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杜預注云：“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左傳正義》釋此曰：“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為卦，是蓍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因“《易》為筮卜之書”（《漢書·儒林傳》語），故“象數”之本義應出自卜筮。《繫辭》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周易》“義理”的出現，正是伴隨著“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而產生的。清人魏荔彤在《大易通解》中說：“《易》之義理本自象數出，未有繫辭以前為無文字之《易》，則義理為體也，象數為用也；既有繫辭以後，象數反為體，義理因辭而著，又為用矣。”此段文字是對《繫辭》之“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豈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的最好解釋。《周易》古經由“象數”而產生“義理”，“義理”又經傳說中的孔子所作的《易傳》而大大擴展了其內容的深度和廣度。正是由此根源，歷代學者治《易》均不出象數與義理兩種路數。
上面我們提到20世紀《周易》經傳的研究已經超越了傳統的象數與義理的分派，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易學研究中象數與義理的研究就被否棄掉了。任何一門學術的研究都必須在歷史傳統中滋長。就20世紀的象數易學研究來說，既有傳統問題的研究，也有新的研究領域的創造。20世紀的前期，真正精通易學這一專門之學的象數學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翊灼等人，尚秉和的《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徐昂的《京氏易傳箋》、《周易虞氏學》，李翊灼的《周易虞氏義箋訂》，都是繼清代乾嘉朴學大師之後最重要的漢易研究力作。1949年以前，沈瓞民對卦變說、互體說等象數學的義例源流有詳細辨析。屈萬里先生先發表的《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對區分晚周與漢易體例有著重要價值。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象數易學研究一度中斷。直到80年代，我在《周易概論》一書中開始正面肯定傳統的象數易學。1984年，武漢大學蕭箑父先生籌畫召開了首屆國內周易學術研討會。1987年，我籌畫召開了大陸首屆國際周易學術研討會，有6個國家的200多名代表與會，可謂盛況空前，正是這兩次大會將國內的易學研究推向了繁榮發展的新階段。1988年，我又組建山東大學周易研究中心，致力於傳統易學特別是象數易學的研究工作，同年，創辦了國內唯一的易學研究核心期刊《周易研究》，自此在大陸《周易》成為五經四書中唯一有正式研究專刊的學問，二十餘年來，正是憑藉此一陣地，學者們紛紛著文以闡學見，奇文共賞，異義相析，大大推進了易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中心自成立以來先後出版了三輯《象數易學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象數易學研究論文，並出版了多部象數易學研究專著。經過本中心和學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傳統象數易學的研究在大陸終於又得以恢復，並不斷推向深入。
與這些傳統象數易學研究進行的同時，在西方自然科學的影響下，從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學，成為了20世紀易學研究的一個新課題。易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主要的是用現代科學理論和觀念，去解讀闡發易學象數學的內容，如萊布尼茲二進位與先天圖的關係問題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說易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乃是在現代自然科學思想影響下所產生的新的象數易學形式，或者說是傳統象數易學在現代的變種。這其中既涉及到《周易》象數模式和中國古代科技的關係，也涉及到用現代科技理論來解讀《周易》象數模式的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杭辛齋、沈仲濤、薛學潛、丁超五等在《易》與自然科學領域已經進行了開創性的探討。80年代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熱、《周易》熱的興起，科學易的研究也變得如火如荼起來。但是這些研究大都流於牽強附會，因而很快也就偃旗息鼓了。到了90年代，陸續有學者對此加以反思，《周易》對中國古代科技的影響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而象數易學與現代科學的掛鈎則尚是一個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
而傳統易學義理的研究，在20世紀因為中國哲學這一現代學科的興起，也相應的轉變為“易哲學”的研究。這一研究自20世紀初零星開始，60年代大陸出現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來解讀《周易》經傳思想的潮流，在《易經》反映的是樸素的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問題上產生了激烈爭論，並涉及到了《周易》研究方法的問題，馮友蘭、任繼愈、李景春、王明、方蠡、李鏡池、沈瓞民等學者都參加了這場關於易學研究的大討論。但是這些研究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大多脫離了易學的歷史脈絡，以貼標籤的方式，用唯物唯心的框框硬去圈定材料，可以說並沒有解讀出易哲學的要妙所在。但在這一時期也產生了一部傑出的高度哲學性的易學著作，即當代新儒學大師熊十力的《乾坤衍》，此書雖然某些觀點頗值得商榷，但其所闡發的儒家內聖外王之道的卓異慧見，則是人所公認的。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過去那種陷於唯物唯心之圄的研究狀況逐步改善，易哲學的研究開始走向深入，主要表現為兩大問題的探索。其一，是對《易經》起源——卜筮功能的哲學反思。其二，是對《周易》經傳所蘊含的價值選擇及宇宙意識進行探討。就第一個問題，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提出“共時性原理”來解釋卜筮為何有某種預見性的原因，成中英則提出《易》卜筮的合理性，在於作《易》之初所凝聚的“易的經驗”，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都為探討這一問題創造了新路向。而第二個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蘇淵雷、熊十力相繼闡發了《周易》“生生之德”的哲理意蘊。其後，一代詩哲方東美先生也建構了以大易“生生”為中心的形上學。90年代以來，生態學、生命倫理學等開始在中國大陸興起，於是學界關於易學生命哲學、易學生態哲學的研究也變得多了起來。可以說這些易哲學的研究完全超出了古代義理學的問題視域，乃是現代意識下的易哲學的新進展，當然這些研究很多不夠深入，有些涉及中西比較的問題還停留在表面。尤為重要的是，今本《系辭》之“生生之謂易”，馬王堆帛書本作“生之謂易”，而兩者在哲學內涵上有著極大不同，故《周易》以“生”為妙諦的宇宙人生哲學系統，是一個值得我們長期關注和研究的領域。
與易哲學研究相關的是易學史研究。上文談到的象數學研究和義理學研究的很多內容也多屬易學史研究的領域，這裏就不再重複了。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現代學科劃分的問題，大陸進行易學研究的學者主要都是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人員，而中國臺灣地區從事易學研究的學者多在各大學的中文系，這使得大陸上易學史的研究乃至整個易學的研究籠罩在哲學的視野之下，這一方面深入了我們對傳統易學思想及其演變的認識，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易學作為經學的許多值得研究的領域。我們認為現代易學史的研究必須是經學視野下的易學史的研究，必須將易學置於傳統經學的學術品格和發展脈絡之中，才能充分發掘易學的精神文化內涵，照見易學在傳統文化演進中的作用，而不是僅僅限制于對易學概念內涵及其嬗變的分析。正如朱熹所云：“《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疏略而無據。”
也就是說對於作為經學的易學的研究，我們要走“漢學”與“宋學”並重的路子，而不能執於一偏。我相信作為經學的易學史，必將能夠推進和深化經學研究的整體進步。行文至此，我們發現本文開頭所說的受西方學術思想影響，20世紀初至四十年代，易學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的領域和課題，形成西學化的易學研究範式，然而在經歷一個多甲子之後，隨著綜合國力的強盛，人們在文化上又出現了向傳統復歸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西方式的思維模式和學科建構也開始成為傳統學術研究的一種障礙了，這不正是《周易》之剝復、否泰運程機制的生動體現嗎！
20世紀易學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一大批考古易學文獻的出土。這一百年來出土的易學文獻主要有以下五種：一是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經文和《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六篇傳文；二是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的漢簡《周易》；三是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觀出土的戰國竹簡“卜筮記錄”；四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簡《歸藏》；五是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進的戰國楚竹書《周易》。
70年代末80年代初，數字卦的研究，成為《周易》研究之熱點。數字卦的研究源於甲骨、金文、陶文中由數位組成的奇字。1956年，李學勤第一次把這種奇字與《周易》的筮數聯繫在一起。1978年張政烺在長春召開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上，第一次具體地運用《繫辭》中的揲蓍法來解釋周原新出土甲骨上的紀數符號，確認它們是筮數。這為數字卦的研究邁出關鍵性的一步。其後諸多學者參與了數字卦的研究與討論，一直到今天，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但不可否認，數字卦已經成為易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馬王堆帛書《周易》六十四卦經文在1984年公佈以後，帛書《周易》研究開始成為易學研究的新熱點，張政烺、于豪亮、韓仲民、李學勤、張立文、劉大鈞等學者先後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而帛書《易傳》的釋文直到90年代中期才先後發表，一經公佈，便在學界引起一股研究熱潮，隨即湧現一大批研究成果，涉及到帛書《易傳》的成書年代、學派歸屬、章句訓釋、象數理論及其所反映的早期易學發展面貌等諸多方面。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越來越認識到帛書《易傳》作為出土易學資料，不僅能夠解決許多學術史上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能夠極大地推動早期易學的研究走向深入，展示早期易學的豐富樣貌和廣闊的哲學文化內涵。這些都無可辯駁地說明了帛書《易傳》研究的重大學術意義和價值。我以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出土面世，最大價值在於：它為研究失傳已一千多年的西漢今文經學提供了一份未經後人改動的寶貴文獻資料。該資料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所提供的戰國古文《易》互相印證，使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漢代今文《易》和先秦古文《易》的原貌，大大拓展了人們經學研究的視野。故而我將這些考古發現稱之為易學研究史上“石破天驚的大事”。譬如，帛書《易傳》在探索孔子與易學的關係問題（亦即《易》的學術品格由卜筮向德義的轉換問題）及《易傳》的完備成書上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與《易》的關係，是經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人們往往引《論語·述而》中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為依據，來論證孔子曾經學《易》。但也有不少人舉出《經典釋文》記載的《魯論》中“易”作“亦”的說法，又將句讀稍作變動，於是孔子的這句話就變成了：“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先儒如歐陽修、趙汝楳、姚際恒、崔述等對孔子是否作《易傳》或者《易傳》中某些篇章是否為孔子所作，早就抱有懷疑態度，近代以來疑古風潮湧起，一些疑古過勇者紛紛以此為據，否定《易》與孔子的關係。可見，孔子是否作《易傳》乃是古今學界頗有爭議的問題。但上世紀馬王堆帛書《易傳》出土，其《要》篇詳細記載了孔子與弟子論《易》的內容，人們由此看到孔子確與《易》有著密切的關係，這點已不容置疑。尤為重要的是，帛書《要》篇記錄了孔子對《周易》占筮的態度和他研《易》的內容，雖然《要》篇後來失傳了，但是孔子在這篇文字中為易學奠定了研究基調，這對後人治《易》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要》篇云：
子曰：《易》，我後亓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亓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亓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後乎？
在這段文字裏，孔子提出了“祝卜”與“德義”的先後關係問題，顯然他把人文性的“德義”置於祈神的“祝卜”之前，並提出了“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的研《易》方法。“幽贊而達乎數”，即是《說卦》之“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明數而達乎德”，即是《說卦》之“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綜觀孔子在《要》篇中提出的研《易》新宗旨，也就是《說卦》所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是孔子擔心：“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其“或以《易》乎”之疑，疑在何處？孔子之研《易》，尤其是在“筮”上，其態度與方法都與“史巫之筮”不同，“吾求其德而已”，孔子研《易》把德放在首位。他說“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這與《論語》中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是一致的。《說卦》中的“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文言》中兩處強調的“進德修業”，以及《彖傳》、《象傳》、《繫辭》中以“求德”為宗旨的文字，也正是孔子對《易》的核心價值由“史巫之筮”向“觀亓德義”轉移與改造的具體展現。對這種研《易》新旨，孔子也感到有所不安，亦恐遭到後世的非議。“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就是此種心態的真實寫照。
但這種將“筮”與“德”結合在一起的解《易》方法，絕非孔子的發明，在他以前就有這樣的先例了。《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釋隨卦曰：“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這段以德論占的文字，與帛書《要》中所記孔子論《易》之旨相合。且穆姜所言“元亨利貞”四德的內容，與《文言》對此四字的解釋基本相同，可證孔子對穆姜此釋的高度重視。這種德性優先的精神，在《周易》卦爻辭中亦有闡發，如恒卦九三爻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既濟卦九五爻辭“東臨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等，都是這種尚德思想的反映。
而真正系統地體現闡發“觀亓德義”的文字，應當是傳說為孔子所撰的《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等十篇文字。這些文字傳至漢代，憑藉孔子之名，成為了《周易》古經的權威性解釋，稱為“十翼”。至此，《易》的研究基本上脫離了卜筮，而多以“吾求其德”的人事說之了。
孔子雖曰“吾求其德”，但仍主張“幽贊而達乎數”，而且因為“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故于“史巫之筮”的研究，雖然“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但還是“與史巫同塗而殊歸”。正是由於其“歸”雖殊，其“塗”卻同，故在今本“十翼”與帛書《易傳》諸篇文字中都保存了對“筮”的肯定，其中最為清楚明白的文字，則是帛書《要》中的如下記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亦必從亓多者而已矣。”這就是《系辭》為什麼說“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的原因。《繫辭》、《說卦》及《象》文中多有議論“筮”進而肯定“筮”的文字，其源蓋本於此也。
但後世儒生還是擔心人們會因“筮”而“疑丘”，於是將“筮”與《周易》經義悄悄地分離開了。如《漢書·藝文志》將《周易》經文的訓解放在五經榜首的“凡《易》十三家”中，而其談“筮”的內容則進了“蓍龜十五家”“雜占十八家”中，被排在“曆譜”“五行”之後，地位大大地下降了。重要的是，從兩漢至明清這種分法被一代代傳承下來，只有宋代的朱熹獨具慧眼在其《周易本義》中，通過解《易》而大大提升“筮”的地位，還《周易》卜筮之書的本來面目。但因人們已相沿成習，故雖然朱熹做了努力，但亦未能使《易》回到“幽贊而達乎數”的“象數”本義上來。
因此我們今天治《易》所說的“象數”與“義理”，其“象數”已非前文所述“龜，象也；筮，數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極其數雖定天下之象”的“象數”，而“義理”如前所述，跟隨著孔子地位的升高，《彖》《象》《文言》《繫辭》等十篇解釋《周易》經文的文字，也成為《周易》的重要內容。據今日所見的經典資料考之，至少東漢末年人們已經以卦象來解釋此十篇文字，於是《易傳》十篇也統統皆由“觀象繫辭”而來，這實在不能不使人生疑。
對比今、帛本《周易》經傳，今本《繫辭》“易有太極”，帛書《繫辭》作“易有大恒”，今本師卦上六爻“開國承家”，帛本作“啟國承家”，竹書作“啟邦丞[image: image1.bmp]”，由此可知今本改“大恒”為“太極”、改“啟國”為“承國”，乃是避文、景二帝的名諱，帛本改“啟邦”為“啟國”是避高祖名諱，故帛《易》當抄于漢高祖之時或之後，漢文帝之前。由今、帛本《系辭》兩相對比，許多證據表明今本乃是在帛本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據此，我曾撰文認為，《繫辭》、《彖》、《象》、《文言》等《易傳》內容可能起源較古，但今本諸篇的文字應基本修正完備于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時或稍後。起碼今本《繫辭》的完備定形，應在這個時間段內。除此之外，還有一條資料可以證明這一推斷，《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文中提到要“正《易傳》”，無論此“正”字讀“整”還是讀“正”，總之是說當時的《易傳》還不夠圓滿完備，尚需司馬遷來完成“正”或“整”的工作。司馬遷同時又講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可證司馬遷當時所見《易傳》中當有“五行”，這與帛本《易傳》相同，而今本《易傳》諸篇中已無“五行”矣！司馬遷隨後又說：“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文中的“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並不見於今本《易傳》諸篇，而“臣弑君，子弑父”一段文字，今本《文言》中有之，但文字亦有不同。另外，如《說苑·敬慎》：“《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又說：“《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鹽鐵論·遵道篇》：“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直至東漢，由《說文》中所引“《易》曰”之文看，仍有未收入“十翼”者。可證當時有許多釋《易》傳本，並不統一，武帝立五經博士後，《易》成為官學，人們可以由此而求取功名，為了統一取捨標準，於是這些不同的傳本都被統一成了一個完備的官方定本，此恐即司馬遷“正《易傳》”說法之由來也。如此之晚才定型的今本《易傳》諸篇（起碼是今本《系辭》傳），在當時尊經崇道的政治氣氛下，被漢人視之為“三聖”之一的孔子的手筆，因而其字字句句亦必與經文之卦爻辭相等同，亦為“觀象繫辭”而來。可見，到東漢時對《易》的注釋，至少是以象解釋《易傳》的工作，就已走向歧途。
以上是筆者以出土易學文獻和傳世文獻互證來研究孔子與易學的關係及《易傳》具體修訂成書的時間。20世紀二十年代時王國維先生曾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由此也可見，出土文獻的研究其意義不能說不重大。隨著研究的深入，簡帛易學研究已經成為當前易學研究的制高點和新熱點，隨著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斷出現，恐怕今後的經學史也將因此而改寫。
整個20世紀的易學研究，可謂波瀾壯闊，實現了由古典研究范式向現代研究範式的轉變，產生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與價值的研究成果，現在進入21世紀已近十年，業已到了對之加以總結與反思的時候。我們認為，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藉著大量的簡帛易學文獻，早期易學的研究仍應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周易》古經不同版本的發現、帛書《易傳》的出土以及其他相關卜筮文獻的面世，都為我們深入探討《周易》古經的形成、結構與內涵問題、早期易學的學術品格轉換問題、《易傳》的創作與編纂問題、《易傳》的內涵與《周易》古經間的詮釋關係問題、漢初易學及其對後世易學的影響與作用問題，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易學界同仁自當乘此東風，擔荷起這一重任，而絕不可交臂而失之。另一方面，伴隨著古典文化復興的趨勢，易學史的研究（包括易學思想史在內），都應當如上文所說回復到易學經學的本位上來，開展切合經學面貌的易學的整體性研究，發掘其中更為豐富的學術內涵和思想底蘊。西方學科劃分下的易學研究已經令研究者們感覺到乏味與無力，這一困境得以扭轉的出路想必就在回復易學的經學面貌上。這既是對易學原有歷史脈絡和背景的回復，同時也是對易學本有精神的恰切研究。今天的易學研究只有“面向易學作為經學的事實本身”，才能使源遠流長的易學文化得到真正的繼承與發揚，更好地應對時代和未來的問題。當然回復易學的經學面貌也並不是完全復古，那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所謂的“回復”必然是新時代下的“回復”，在這一問題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學界的共同努力，絕非憑一二人之力可成者。綜觀20世紀易學，可以說它在西學東漸的歷史潮流中開始，而又在回歸傳統、重建自我的時代要求中走向21世紀，走向未來。
(作者簡介：劉大鈞（1943-），山東鄒平人，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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